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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顿，转达其“有尊严”的“下野”，以及“希望领事团斡旋”的愿望。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接

到休斯敦的报告后断然予以拒绝，要求“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也不应该提供

良好的帮助”。不仅如此，舒尔曼还致电美国国务院，称“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

“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
1
。 

    第四次，美国政府带头抵制、破坏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努力。在民国初期，中国海关的

关税盈余继续由西方列强把持。在开展“护法运动”、成立广州军政府之后，孙中山一直希望西

方列强能够将广州的关税盈余转交给广州政府而不是北洋政府。但是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漠视和拒

绝，欧美国家的甚至不惜派遣军舰进入广州港对孙中山进行武力恫吓，更令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

美国“同来之战舰”竟然还“较多于别国”
2
。1924年 12月，孙中山在其致美国国民书中，不由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

制者乎？”
3
 

    残酷的政治现实，终于迫使孙中山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下来，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祸乱之

源不仅“在军阀”还在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
 4
；“如果没有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的支援，北京

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有外国这个后台，人民将不费吹灰之力来推翻整个的军

阀制度”
 5
。不仅如此，孙中山更明确指出： “对于我们现时的大混乱和大崩溃，美国必须特别

地承担责任”
6
。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孙中山的“国族主义”，会经历前后两个构建阶段，且不

同的阶段对于“美国经验”或“美国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如何构建“国族”也有着

完全迥异的理论设想。也就是说：对美国幻想的破灭，是孙中山在“国族主义”后期构建阶段中

刻意回避，甚至有意消减“美国模式”对其“国族主义”影响的重要原因。 

 

 “戴季陶主义”的崛起与顾颉刚的宿命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四） 

 

熊芳亮 

 

面对以伪造、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起家的蒋介石集团，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和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不可能影响、更遑论改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治的既定

轨迹。“国族-宗族”论的出炉，实际上标志着孙中山所设想的两种“国族”构建模式：无论是“美

国化、政治化”的“国族”构建，还是“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构建，都伴随蒋介石集团

的腐朽专制统治，一起沦亡。 

 

                                                        
1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Schurman, FRUS, 1922, vol.I, pp.725。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

—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年，第 122-123 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

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2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第 128-129 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3 期。 
3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第 128-129 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3 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338 页。 
5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89 页。 
6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88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5 

    面对英美等西方的国家的抛弃、漠视甚至“嘲笑”
1
，孙中山选择“以俄为师”，并与苏俄

结成战略同盟。孙中山的目的，是通过与苏俄结盟，学习苏俄的军事和政党制度，同时获得苏俄

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
2
。但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右

派”的恐慌。 

    国民党“右派”虽然被称之为“派”，实际上并不是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它不能

单纯以“阶级学说”进行划分，因为其中既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包括部分进步地主、开明士

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它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或政治纲领，有的主张实行西方民

主政治，有的主张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有的主张实行法西斯统治。但在“反共”、“反苏”、仇视

“苏维埃”革命和“工农运动”方面，“右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国民党“右派”

反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政治摩擦，同时污蔑、攻击苏俄的外交政策，

给孙中山和国共合作不断制造政治压力。其中代表人物，既包括邹鲁、胡汉三等国民党元老，也

包括孙中山的核心幕僚之一：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长期跟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秘书，护法运动期间曾任广

东大元帅府秘书长，逐步进入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戴季陶一度

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交往甚密，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最终因

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同时遭到孙中山反对而退出。作为国民党核心理论家的戴季陶，打着

复兴儒家思想、民族文化的旗号，为“右派”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供了

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筹码3。 

戴季陶自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建立在西方现代民权革命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通

过强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所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由

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制出的新理论”；一个是“能作的

部分”——这个部分是孙中山“关于道德的主张”，“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的部分
4
，

从而为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传统的孔孟哲学和仁义道德等同起来奠定了逻辑基础。在民生

主义方面，戴季陶认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
5
，“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形

式”，主张通过开展“政治的建设的工作”，“以国家的权力”实现“民生主义”，否定马克思主

                                                        
1 1923 年，孙中山曾向记者表示：“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

（但是）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西德]金德曼：《在中国历史经验照耀之下，孙逸仙的意识形态和其非凡的

领导力》，《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 1 册）。转引自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99 页。 
2 国外学者许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1951），慧廷在《苏联在华政策（1917

—1924）》（1954），布兰特在(Conrad Brandt)在《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1958）等著作中，已有

比较充分的考证。[美]史扶邻(Harold I. Schiffrin)：《近五十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曾学白译，《孙中山研究

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 年 3 月。 

      国内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例如，周宇清认为，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其目的是学习俄国革命党的“组织之

方法”和俄国革命的“成功之方法”，虽然在“行动上联俄， 革命方法、党的组织原则师法苏俄”，但是在“思

想上仍保留着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王奇生的研究也表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

俄化”，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方法。参见：周宇清：《孙中山“效法美国”与“以俄为师”之关系辨

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

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 
3 根据戴季陶的自述，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腹稿”，“始于”民国十二

年（1923 年），“决定于总理病革旋居北平之时”（1925 年）。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重印自序》（民

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载于陈天赐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年版，

第 400 页。 
4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

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03 页。 
5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

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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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
。在民权主义方面，戴季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连带

责任主义”，反对主张自由权利的“个人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戴季陶以为“要复兴中国民族，

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

于革命事业”
2
，主张先恢复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伦理道德，然后才能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

的地位。 

    戴季陶宣称，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就是复兴中国儒家文化，而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之所以

饱受列强和专制压迫之苦，正是因为失去文化自信力、创造力的结果。恢复儒家文化，既能为革

命提供了道德基础——“革命的意义，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革命的动机，是由于一种利他的

道德心”，而儒家的“仁爱”正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又能为为三民主义提供了革命的力量源泉

——就民族主义而言复兴儒家思想可以恢复民族精神，扶弱济困，化解西方民族竞争之性，最终

实现大同世界；就民权主义而言，复兴儒家思想中“仁爱”道德和“知难行易”，为“阶级联合”

进行“国民革命”和“统一革命”，实现“人民权利”提供了道德依据和哲学基础。 

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

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搆成的”
3
，“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

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

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
 4
，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民族即国族”。戴季陶清楚地知

道“在中国现在疆域内是不止一族的”，其中最显著是蒙古和西藏
5
，但仍然主张以基于文化、血

缘意义上的“民族”来确定“国家的界限”，宣称除非做到文化上面的“一致结合”，“中国民族”

的概念不适用于蒙古、西藏
6
，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尊重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

7
，

完全置孙中山构建“国族主义”的初衷——团结四万万人共同奋斗——所不顾。戴季陶这种“文

化化”、“传统化”的“国族主义”和“国家观”，最终演变为赤裸裸的“放任主义”、“分裂主义”。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环境之下，鼓吹复兴儒家文化对于国民党右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

作用。第一，经历一战之后，西方文化没落论喧嚣尘上，恢复国粹、弘扬国学、复兴儒家成为一

时的社会风潮，提倡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获得部分知识分子和传统士绅的认可和青睐。第二，

海外华人华侨、会党秘密组织一直是国民党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

对这部分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提倡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赢得国民党基础力量的支持。第三，提

倡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激发社会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利于“右派”鼓动、策划“反俄”运动。 

    国民党右派反对、攻击“三大政策”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孙中山的控制和压制，但是

苏俄、共产国际希望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掌握、控制国民党的举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

孙中山的不满和警惕。有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在革命胜利后与苏俄反目成仇的前车之鉴，苏俄显

然不满足于仅仅在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国民党
8
。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于 1923年 11月 28日通过《关

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国民党的决议》，其目的就是重新定义、阐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在该决议的基础之上起草的
9
。同时，国民党一大制定的《中

                                                        
1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

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07－408 页。 
2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

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03 页。 
3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8－139 页。 
4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7 页。 
5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7－138 页。 
6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38－139 页。 
7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 年版，第 143－144 页。 
8 用鲍罗廷的话说，在被土耳其的热咖啡烫过一次之后，俄共（布）在国际援助方面连一杯凉水都要用嘴吹一吹。 
9 参见熊芳亮：《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时期的民族政治》（一～三），中国民族报，2012 年 12 月 14 日、

12 月 21 日，2013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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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党党章》，也是以 1919年 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

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
 1
。孙中山虽然未能阻止

鲍罗廷就发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但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一是在国民党一大结束

不久就再次公开、系统性地演讲《三民主义》；二是在回答学生关于“国民党是否实行俄国的主

义”的提问时，明确表示“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

“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2
；三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时任部长正是戴季陶）正式对外澄清：“国民党改组”只是“改组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

制”，同时强调“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的“三不”原则
3
。从上可以

明显看出，孙中山强烈希望捍卫“三民主义”的独立性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政治上“靠不住”，苏俄在理论上“不可靠”，这就给了所谓的国民党“右派”以可

乘之机。在与列强交恶、对美国绝望、与苏俄即合作又斗争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右派”成为孙

中山在政治上、理论上都需依靠的一支力量。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大不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常务委员，而且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一度任命戴季陶担

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 11月，孙中山北上与北洋军阀谈判，戴季陶也是陪同人员之一。从选择

戴季陶担当掌管国民党意识形态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职来看，孙中山对戴季陶在政治上十分

信任和倚重。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撰写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及《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反共理论体系，得到国民党新、

老右派的广泛认同，史称“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迎合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苏立

场，不仅实现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联合，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

蒋介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戴季陶不仅俨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

代言人自居，而且在其论著中经常有大量的内容和观点与孙中山雷同甚至几乎完全相同，但戴季

陶从未说明是否在引述孙中山的著作。这一方面是戴季陶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戴季陶

对于孙中山后期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在“国族主义”后期构建阶段，孙中山突

然改以儒家政治中的“王道”阐释“国族主义”，企图依靠所谓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

化”、“旧组织”来实现“国族团结”，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戴季陶的理论

和思想对其的干预和影响。毋庸置疑，这种干预和影响为戴季陶日后伪篡、歪曲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学说炮制“纯正的三民主义”；为蒋介石编造所谓“从家族到宗族，由宗族到国族”的所

谓“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都提供了相当的政治便利和理论条件。 

    相比而言，大胆直言批评戴季陶边疆民族政策的顾颉刚，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政治能量上，

还是在对蒋介石集团政治决策的影响上，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时期，戴季

陶虽然只是长期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但实际上把持着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最终决

策权，控制着边疆（民族）政策的政治走向，被时人称之为蒙藏委员会的“太上委员长”。用形

象的比喻来说，这是一场蚂蚁挑战大象的战争。纵然戴季陶的边疆民族政策伪篡、歪曲了孙中山

“国族主义”的本意，纵然顾颉刚戳破了戴季陶所谓“继承道统”的政治神话和“同祖同源”的

政治谎言，纵然顾颉刚实际上继承、充实了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的精髓，纵然“中华民族

是一个”的讨论在学界、政界和舆论上都引起了广泛响应，两人在学识上的高下已分，在政治上

的胜负却也不言自明。1942年，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虽然表面上顺应了学界和舆论要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4

页。 
2 徐永瑛：《见孙中山先生记》，《清华周刊》，1924 年 4 月 4 日。载于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05 页。 
3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14 期（1924 年 3 月 30 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

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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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捍卫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诉求和呼声，骨子里却仍然延续着戴季陶“以文化定义民族（国族），

以民族定义国家” 的基本逻辑，其构建的“国族”也是“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换言之，

主张构建“政治化”“国族”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影响蒋介石集团边疆

民族政策的走向和决策。 

    这也就决定了顾颉刚在与国民党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不得不感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的中国“是鬼界，不是人世”，“是兵国，绝非民国”，对“救国”理想逐渐心灰意冷，最终宁愿

脱党从商，也不再愿意参与国民党的党政。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创立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能肩负起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的历史重任。 

 

 

 

 

【网络文章】 

中国史叙事之争与国家认同的困境 

2014 年 08 月 12 日 15:11   新浪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  傅正 

   

    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

我所自命之名也。”这段独白业已成为经典论述在各种史学论著和大中学校历史读本中不断被复

述转引，成为大众群体感受中国近现代民族危机并激发爱国热情的必用材料。然而，只要我们稍

加留意就不免于发现，梁启超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他所谓的传统史学

“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于是说近代以前没有“中国史”，甚至于没有“中国”。“中国史”

与“中华民族”一道不过就是在近代才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梁启超不会想到，他曾不遗余力打造

的“中国史”在一百年后却走到了自己初衷的反面。这一呼唤爱国主义的努力在今天的台湾学界

却变成了民族虚无的证据。问题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叙事”的合法性上。诸如杜正胜先生及其新

史学作者群便以此为理由，鼓吹以台湾史代替中国史，使其处于“同心圆”的中心。顺着这条逻

辑推演下去的结果是我们不堪承受的，不啻台湾史可以脱离于中国史，元史、清史也可以脱离于

中国史，甚至于连中国史都可以取消。 

对此，我们不禁追问，“中国史”究竟从何而来？与中国史休戚相关的国家认同只是当下的

新问题吗？ 

 

一、流行理论引发的问题 

   

    一般认为，民族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实在论和建构论。而自 1969 年巴斯主编的论文集《族

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出版以来，当代族群研究者大都扬弃了以血缘、肤色、

发色等体质特征，以及语言、服饰、发式、宗教、风俗等文化特征，来区分族群的传统论述形式，

转而从族群成员的“主观认同”来界定族群。这可以说是建构论对实在论的一次重大胜利。我们

不应对此感到奇怪，建构论的兴起无疑是对纳粹种族主义的反思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在甚嚣

尘上的建构主义浪潮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题


